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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沉积物信息能够反映流域侵蚀环境变化，研究沉积物碳赋存规律对流域侵蚀过程和生态恢复具有重要指示意义。 本文选

取黄土高原典型坝系流域，通过土壤沉积剖面取样和室内测试分析，同时利用稳定同位素技术，分析了坝地及沟道沉积土壤剖

面的碳分布特征及其来源解析。 结果显示：（１）淤地坝沉积土壤总碳含量和土壤有机碳含量变化范围分别为 １２．８０—１４．７６ ｇ ／ ｋｇ
和 １．３４—３．５３ ｇ ／ ｋｇ；沟道沉积土壤总碳含量和土壤有机碳含量变化范围分别为 １３．６１—１７．８６ ｇ ／ ｋｇ 和 １．５２—５．０４ ｇ ／ ｋｇ。 （２）淤地

坝土壤总碳含量在土壤深度 ０—１００ ｃｍ 和 ３５０—５００ ｃｍ 区间波动较为平缓，１００—３５０ ｃｍ 波动较大；沟道 ０—２００ ｃｍ 土壤层总碳

含量沉积变化较大，而 ２００—３９０ ｃｍ 土壤层变化平缓。 淤地坝和沟道沉积土壤有机碳含量随土壤深度增加呈现降低趋势。 （３）
淤地坝有机碳同位素变化范围为－２３．９６‰—－２２．０９‰，整体上呈现表层土偏正，并随土壤深度增加而呈现偏负的趋势；沟道沉

积土壤有机碳同位素变化范围为－２７．０４‰—－２４．５８‰，随土壤随深度增加呈现偏正的趋势。 （４）羊圈沟坝地表层土壤有机碳多

来源于灌木（占 ９６．８０％），沟道表层土壤有机碳则多来自于灌木和草地（分别占 ６２．０５％、３２．４％）。
关键词：黄土高原；淤地坝；稳定碳同位素；碳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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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高原是世界上土壤侵蚀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 为缓解土壤侵蚀情况，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来我国开展

一系列水土保持措施，其中淤地坝工程是小流域综合治理的一项重要措施。 淤地坝截留泥沙并有效控制水土

流失，截止 ２０１０ 年，黄土高原地区共建成 １０ 万多个淤地坝［１⁃３］。 土壤碳库是陆地生态系统中最大的有机碳

库，其中淤地坝沉积土壤的不断积累过程是土壤有机碳库储存的过程［４⁃５］，也是土壤有机碳的动态平衡过

程［６⁃７］。 研究流域 ８０ 年代初开始实施退耕还林工程，２０００ 年开展大规模实施［８］。 淤地坝修建和植被恢复对

流域景观造成的巨大改变势必会引起土壤碳侵蚀过程以及地表水文过程发生变化，因此植被恢复下的土壤沉

积碳特征及碳来源问题值得探讨研究。
稳定碳同位素比值分析法是评估土壤侵蚀过程中碳重新分配的有效方法，尤其在植被土地利用变化后，

该示踪技术对此有很好的分辨力［９］，如 Ｍｅｕｓｂｕｒｇｅｒ 等［１０］利用稳定碳同位素作为定性指标研究侵蚀沉积对土

壤的扰动情况；张金［１１］应用稳定碳值能够判断深层土壤有机碳的不同来源，并明确 Ｃ３ 和 Ｃ４ 植物凋落物对土

壤有机碳的相对贡献。 沉积物中有机质含量、碳氮比和碳同位素均可为水土流失和土地利用变化提供重要的

历史信息［１２⁃１４］，但因稳定碳同位素在示踪来源上具有不明确性以及重叠性，研究者多将稳定碳同位素与碳氮

比相结合来研究沉积区域侵蚀物质来源，如 Ｌｉｕ 等［１５］对黄土丘陵区的研究表明，乔木林地和灌木林地是表层

沉积物的主要有机碳来源；ＭｃＣｏｒｋｌｅ 等［１６］有关坡底沉积物的研究显示，沉积有机质多来于土壤的腐殖质并且

根据侵蚀过程前后的分解作用推测土壤侵蚀在该区起到大气碳源作用；Ｙｕ 等［１７］ 研究表明，虽然沉积过程中

潜在来源的土壤碳同位素及碳氮比会发生分馏及降解作用，但变化对于沉积物碳溯源的影响较小，因此稳定

碳同位素及碳氮比仍可作为碳来源示踪的有效指标。
本文研究流域为典型坝系流域，坝地沉积和沟道沉积为主要土壤沉积方式，沟道自然形成的沉积土壤碳

及碳同位素特征同样能够反映一定土壤侵蚀信息。 目前，已进行了大量有关淤地坝碳储存及沉积机理方面的

研究［５⁃６，１８］，但不同沉积方式下的土壤碳沉积特征、碳来源差异以及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潜在来源下的碳贡献

罕有研究。 此外，沉积土壤的研究多限于土壤表层，而较早期沉积的深层碳的研究对于流域的侵蚀过程及景

观变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因沉积区土壤碳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原位植物的凋落物及根系分泌物等；
二是土壤侵蚀带来的外部土壤碳及相关碳输入［１９］。 早期沉积土壤主要因坡面土壤侵蚀导致，且随研究流域

植被的恢复，植被覆盖的变化在沉积土壤碳同位素数值上会有相应体现，因此选择坡面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下

的土壤碳同位素作为潜在来源对沉积土壤碳进行示踪具有指示意义。 本研究以黄土高原典型坝系流域为研

究对象，利用稳定碳同位素技术及碳氮元素比值对沉积土壤碳来源进行分析，揭示流域尺度上淤地坝及沟道

沉积土壤碳沉积特征，探讨不同沉积方式下土壤碳分布及碳来源差异，以期为黄土高原植被恢复与生态建设

研究提供基础资料。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为羊圈沟小流域（３６°４２′Ｎ，１０９°３１′Ｅ），位于延安市宝塔区（图 １）。 流域地处黄河中游区，为延河

流域二级支沟，沟谷密度为 ２．７４ ｋｍ ／ ｋｍ２，流域面积为 ２．０２ ｋｍ２。 海拔在 １０５０—１２９８ ｍ，相对高差 ２４５ ｍ，地形

起伏较大。 塬、梁和峁为基本地貌类型且属于典型黄土丘陵沟壑区。 流域土壤类型主要为黄土母质上发育的

黄绵土，抗蚀性差，质地均一。 流域水土流失严重，并因长期掠夺式耕种导致土壤营养物质匮乏，肥力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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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８］。 该区域属于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均气温为 １０．８℃，年平均降水量为 ４９８ ｍｍ，年际降雨变化率大，
主要集中于 ７—９ 月。 流域植被属于森林草原过渡带，流域植被受人为活动干扰较强，原有自然植被所剩无

几，多数为人工种植的次生植被。 乔木主要有刺槐 （ Ｒｏｂｉｎｉａｐｓｅｕｄｏａｃａｃｉａ ）、 柳 树 （ Ｓａｌｉｘｓｐｐ．） 和 杨 树

（Ｐｏｐｌａｒｓｐｐ．）等，灌木主要为沙棘（Ｈｉｐｐｏｐｈａｅｒｈａｍｎｏｉｄｅｓ），草类主要有长芒草（Ｓｔｉｐａｂｕｎｇｅａｎａ）、艾蒿（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ａｒｇｙｉ）和铁杆蒿（Ａｒｔｅｍｉｓａｓａｃｒｏｒｕｍ）等［２０］；果园主要种植苹果树、核桃树、李子树和杏树。 主要农作物有谷子和

玉米和马铃薯等。

图 １　 羊圈沟地理位置、土地利用方式及流域采样点分布示意

Ｆｉｇ．１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ａｎｄ－ｕｓｅｓ ｉｎ Ｙａｎｇｊｕａｎｇｏｕ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１．２　 样点布设与采集

本研究分别在流域上游和下游选择典型淤地坝作为人工土壤沉积样点（图 １），上游坝地类型属于正沟

坝，现有玉米种植，下游坝地为阶梯坝，属于荒地，现无庄稼种植。 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使用荷兰 Ｅｉｊｋｅｌｋａｍｐ 公司

生产的半圆凿钻式土钻（直径 ６ ｃｍ，另配 ４ 跟扩展杆，采样深度达 ５ ｍ）进行土壤样品采集。 坝地土样采集深

度达 ５ ｍ，其中 ０—１００ ｃｍ 每隔 １０ ｃｍ 进行土壤样品采集，１００—２００ ｃｍ 每隔 ２０ ｃｍ 采集，２００—５００ ｃｍ 每隔 ３０
ｃｍ 采集。 其次，在流域沟道中游和下游各选择一个采样点作为自然沉积样点（图 １），沟道土壤样品采集尽可

能取到所有沉积土壤（判定标准为土钻无法再进行钻取土壤），采集深度至 ２９０ ｃｍ，土壤采集的剖面深度间隔

与淤地坝土壤采集一致。
由于沟道和淤地坝沉积土壤碳的潜在来源均为坡面上的土壤碳，因此本研究采集坡面的乔木林地、灌木

林地和草地（后简称林地、灌木和草地）三种典型土地利用类型下的表层土壤（０—１０ ｃｍ）进行碳来源示踪分

析，每种土地利用类型采集 ６ 个样点（图 １）。
１．３　 样品室内分析与数据处理

土壤样品经自然风干后过 １００ 目筛研磨后，利用元素分析仪（德国 Ｖａｒｉｏ ＥＬ ＩＩＩ）进行土壤总碳含量 ＳＴＣ
（Ｓｏｉｌ Ｔｏｔ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和碳氮比（Ｃ ／ Ｎ）的测定，因元素分析仪可直接测得土壤总碳及总氮含量，进而得出碳氮比

值。 土壤有机碳含量 ＳＯＣ（Ｓｏｉ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的测定采用重铬酸钾法。 土壤有机碳同位素的土壤前处理方

式如下：取 １ ｇ 样品加入 ３ ｍｏｌ ／ Ｌ 盐酸去除碳酸盐，浸泡 ２４ ｈ，离心洗涤至中性，然后经 ６０℃烘干并研磨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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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将预处理后的土壤样品过稳定同位素比质谱仪（美国 ＤＥＬＴＡ Ｖ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进行有机碳同位素 ＳＯＣ⁃
δ１３Ｃ 的测定。 本文数据处理、方差分析及作图使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 和 Ｏｒｉｇｉｎ９．０ 完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淤地坝和沟道沉积土壤碳变化特征

淤地坝 ＳＴＣ 含量的变化范围为 １２．８０—１４．７６ ｇ ／ ｋｇ，均值为 １３．９８ ｇ ／ ｋｇ，变异系数为 ８．５７％（图 ２）。 ＳＴＣ 含

量最低值和最高值分别出现在 ４７０—５００ ｃｍ 和 ３０—４０ ｃｍ 层土壤。 ０—１００ ｃｍ 段 ＳＴＣ 含量波动较小，其中

０—３０ ｃｍ 层，ＳＴＣ 含量随着表层土壤随深度增加而降低。 １００—３５０ ｃｍ 层 ＳＴＣ 波动范围最大，含量随土壤深

度的增加呈现降低趋势。 ３５０—５００ ｃｍ 层土壤 ＳＴＣ 含量变化平缓。 淤地坝 ＳＯＣ 含量变化范围为 １．３４—３．５３
ｇ ／ ｋｇ，均值为 ２．０６ ｇ ／ ｋｇ，变异系数为 ３０．０４％（图 ２）。 ＳＯＣ 含量最低值和最高值分别出现于 ２９０—３２０ ｃｍ 和

０—１０ ｃｍ 层土壤。 在 ０—３０ ｃｍ 层，ＳＯＣ 含量随土壤深度增加而明显下降，在 ３０—１００ ｃｍ 层，ＳＯＣ 含量基本在

２．２８ ｇ ／ ｋｇ 左右反复波动，在 ３５０—５００ ｃｍ 层，ＳＯＣ 含量在 ２．０５ ｇ ／ ｋｇ 左右波动。 ＳＯＣ 整体变化规律与 ＳＴＣ 不

同，从 １０ ｃｍ 表层土壤开始就有很明显的变化，即随深度的加深而降低，从 ３５０ ｃｍ 层至 ５００ ｃｍ 深层土壤则无

明显变化。

图 ２　 淤地坝剖面土壤碳含量变化特征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ｔｏｔ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ｐｔｈ ａｔ ｃｈｅｃｋ⁃ｄａｍ ｓｉｔｅ

沟道沉积 ＳＴＣ 含量变化范围为 １３．６１—１７．８６ ｇ ／ ｋｇ，均值为 １６．００ ｇ ／ ｋｇ，变异系数为 １０．５１％（图 ３）。 ＳＴＣ
含量最高值和最低值分别出现于 １０—２０ ｃｍ 和 １４０—１６０ ｃｍ 层土壤。 在 ０—１００ ｃｍ，ＳＴＣ 含量表现出随深度

加深而降低的趋势，而 １００—２９０ ｃｍ 层表现出增加趋势。 沟道 ＳＯＣ 整体上随着土壤深度增加呈现降低趋势，
ＳＯＣ 含量变化范围为 １．５２—５．０４ ｇ ／ ｋｇ，均值为 ２．８６ ｇ ／ ｋｇ，变异系数为 ４５．６０％，其中最低值位于 ２６０—２９０ ｃｍ
层，最高值位于 １０—２０ ｃｍ 层（图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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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流域沟道土壤剖面碳含量变化特征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ｏｆ ｇｕｌｌｙ′ｓ ｓｏｉ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图 ４　 淤地坝及沟道土壤有机碳同位素及碳氮比分布特征

Ｆｉｇ．４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ｉｓｏｔｏｐ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 ／ Ｎ ｏｆ ｃｈｅｃｋ⁃ｄａｍ ａｎｄ ｇｕｌｌｙ′ｓ ｓｏｉｌ

２．２　 沉积土壤碳同位素及碳氮比分布特征

淤地坝碳氮比变化范围为 ２８．７０—４９．３３，均值为 ４１．３６，变异系数为 １０．６９％（图 ４）。 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

出现在 ２９０—３２０ ｃｍ 和 ０—１０ ｃｍ 层土壤。 在 ０—３０ ｃｍ 层，坝地碳氮比随土壤深度的增加而增加，在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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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０ ｃｍ层，变化趋近缓和，碳氮比在 ４２．２９ 左右波动。 坝地有机碳同位素范围为－２３．９６％—－２２．０９％，均值为

－２２．９３％，变异系数为 ３．１１％（图 ４），整体上呈现表层土数值偏正，随深度增加有偏负的趋势。 分段来看，０—
１００ ｃｍ 层，有机碳同位素随深度增加呈现偏正趋势，１００—３５０ ｃｍ 层，呈现偏负趋势，而到 ３５０ ｃｍ 至更深层土

壤则呈现偏正趋势。
沟道沉积土壤碳氮比变化范围为 ３３．７７—６３．１２，均值为 ４３．９４，变异系数为 ２４．２３％（图 ４）。 最大值和最小

值分别出现在 ０—１０ ｃｍ 和 ２６０—２９０ ｃｍ 层土壤。 表层土随深度增加，碳氮比随土壤深度增加呈现增加趋势，
１００—１６０ ｃｍ 层碳氮比随土壤深度加深而呈现降低趋势，１６０ ｃｍ 至最深层土壤碳氮比呈现增加趋势。 沟道沉

积土壤有机碳同位素变化范围为－２７．０４‰—－２４．５８‰，均值为－２５．５６‰，变异系数为 ３．９３％。 最大值和最小

值分别出现于 １０—２０ ｃｍ 和 ４０—５０ ｃｍ 层土壤。 其中，０—１００ ｃｍ 层土壤碳同位素变化较强烈，深层变化较为

平稳。 整体上呈现有机碳同位素随土壤深度增加而偏正的变化趋势。
２．３　 潜在碳来源的土壤碳同位素及碳氮比分布特征

坡面的主要土地利用类型为草地、林地、灌木，均为沉积土壤碳的主要潜在来源，因此为研究沉积土壤碳

来源，选取坡面典型土地利用类型的表层土壤（０—１０ ｃｍ）进行碳稳定同位素测试。 如图 ５ 所示依次为草地、
林地、灌木地的碳氮比数值及有机碳同位素的箱式图。

图 ５－ａ 为坡面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表层土壤碳氮比数值的分布情况，林地、灌木和草地表层土壤碳氮比分

别为 ３７．９５±９．８９（范围 ２６．８２—５２．４２）、３５．２３±７．５６（范围 ２２．６６—４７．３２）和 ２６．３７±４．７７（范围 ２１．３９—３６．１８）。 单因素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林地及灌木的碳氮比数值显著高于草地，而草地与灌木间无显著性（ｄｆ＝２，Ｆ＝４．８１９，Ｐ＜０．０５）。
图 ５－ｂ 为坡面土壤有机碳同位素的分布图，灌木土壤有机碳同位素的变化范围较小（ － ２５． ２３‰—

－２３．９８‰），且呈现偏正的趋势，而草地（－２７．５８‰—－２４．９５‰）和林地（－２６．５１‰—－２４．８７‰）中土壤有机碳

同位素的变化范围较大。 林地、灌木林地和草地土壤有机碳同位素分别为－２６．０２‰±１．１３‰、－２４．５７‰±
０．６１‰和 ２６．４７‰±１．０２‰。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灌木有机碳同位素值显著高于林地及草地，其他两者间未为出

现显著差异（ｄｆ＝ ２，Ｆ＝ ４．９０５，Ｐ＜０．０５）。

图 ５　 沉积土壤潜在碳来源碳同位素及碳氮比分布特征

Ｆｉｇ．５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Ｃ ｉｓｏｔｏｐｅ ａｎｄ Ｃ ／ 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３　 讨论

３．１　 流域沉积土壤碳变化情况的影响因素

　 　 土壤碳沉积是碳与生物圈连接紧密的活性库进入更加稳定的惰性碳库的过程［２１］。 受人类活动的影响，
淤地坝土壤的形成过程与自然土壤不同，土壤性质在不同深度土层上的变化亦有所差异，其土壤碳变化具体

原因与坝地区域的气候状况、坝地土壤的成土过程、淤地坝地形特征相关［５］。 由图 ２ 所示 ＳＴＣ 的整体波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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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可将淤地坝剖面碳变化特征整体划分为三个阶段依次为 ０—１００ ｃｍ、１００—３５０ ｃｍ、３５０—５００ ｃｍ：第一阶

段，坝地波动范围较小，０—５０ ｃｍ 层随土壤深度加深而 ＳＴＣ 降低，因为随着距地表距离增加土壤越贫瘠，无植

物腐殖质及根部提供有机质；５０—１００ ｃｍ 无明显波动，主要因为该土壤层碳还未进行分解；第二阶段 １００—
３５０ ｃｍ 坝地碳含量波动情况最大，此处碳在进行一系列的复杂变化如土壤碳的淋溶、化学、生物等作用；第三

阶段 ３５０—５００ ｃｍ 沉积碳波动稳定且波动范围最小，可能由于土壤碳已经历过上述复杂过程后在该层趋于稳

定平衡。 土壤有机碳含量较高的土壤层含有大量植物碎屑，表明该层发生了有机残体的腐烂降解，这导致该

层土壤有机碳含量和储量增大，该现象多发生于土壤表层。 此外，对于坝地深层沉积碳而言，因坝地存在土壤

压实作用，进而通过限制土壤有机碳活性和限制异养微生物对碳的消耗，从而减小土壤有机碳的矿化速

率［２２⁃２４］。 此外坝地由于其透气性差，外源有机残体在水分作用下易于腐烂降解成有机物质，土壤有机碳含量

随深度变化无明显下降趋势，有利于底层 ＳＯＣ 含量波动较为稳定，进而表明坝地先前大量埋藏的土壤有机碳

没有完全矿化［２５⁃２６］。 坝地及沟道表层沉积土壤随深度加深有机碳含量减少的幅度比总碳含量增加的幅度快

速，主要因为土壤碳空间变化主要受土壤母质碳含量影响，该流域土壤母质是相对均质的黄土母质，母质中碳

酸盐碳含量明显高于有机碳，进而有机碳的波动对总碳含量不会造成太大影响［２７］。
沟道沉积土壤从不同层的碳变化上来看与坝地的碳含量有很大不同。 沟道与坝地相比较，总碳、有机碳

含量高于坝地沉积土壤，因沟道位于流域下游并且附近植物生长茂盛，有较高比例未分解的有机质，地表凋落

物和输入土层凋落物较坝地多［２８⁃２９］。 坝地沉积土壤来源于随径流携带土壤，土壤迁移中碳会发生流失及矿

化，并且坝地土壤沉积过程中还会受施肥、阳光暴晒等影响，导致其沉积土壤碳含量及其分布形式与一般土地

的土壤有很大差异［１２］。 而沟道土壤沉积过程中，因受周围植物及水流的影响，会携带较多凋落物在下游进行

堆积，因此在相同深度下，沟道沉积总碳含量及有机碳含量高于坝地沉积碳含量。 此外，土地利用类型对于碳

氮比含量有较大影响［３０］，坝地因农作物的种植而存在施肥的影响，是其表层土壤碳氮比低于沟道土壤碳氮比

值的主要因素。 坝地 ２００ ｃｍ 至更深层的土壤碳氮比较沟道碳氮比值要低，原因其一在于深层坝地土壤的沉

积发生较为早期，植被还未进行大规模恢复，进而无法提供一定的碳含量；其二在于沟道所处地理位置及周围

植被的生长情况，与沟道碳含量高于坝地原因相同。
３．２　 沉积土壤同位素碳来源解析

坝地与沟道表层土壤碳同位素呈现随深度增加而呈现偏正的趋势，这与 ＭｃＣｏｒｋｌｅ 等对沉积土壤同位素

的研究及李龙波等对于黄壤土的同位素研究一致，可能由于微生物的分解过程中优先分解１２Ｃ 造成１３Ｃ 富集，
并且难降解物质会富集１３Ｃ，因此随土层深度增加而增加［１６，３１］。 但是以上研究土壤深度限于 １００ ｃｍ 左右。 本

研究深度达 ５００ ｃｍ 的深层土壤，在淤地坝 １００—３５０ ｃｍ 层有机碳同位素出现偏负的变化趋势，与其特殊的沉

积过程及较长沉积时间而发生的一些列变化相关。 沟道与坝地相较而言，因沟道受雨季水流、降雨冲刷径流

等影响也会使得沉积土壤的碳氮比及同位素的分布情况随土壤深度的波动较大。 Ｃ３、Ｃ４ 植物具有显著不同

且互不重叠的碳同位素分布区间，依次为－２２‰—－３０‰、－１０‰—－１４‰［３２⁃３３］，本研究中坝地有玉米 Ｃ４ 植物

种植，但沟道、坡面植被主要为 Ｃ３ 植物，印证了坝地土壤碳同位素较沟道碳同位素值偏正的原因。 而坝地表

层较深层碳同位素值偏负，除上述１２Ｃ 分解及１３Ｃ 富集作用外，早年坝地还未淤满时附近土壤生长植物已 Ｃ３
为主，而淤满后因庄稼种植的更替变化从而导致土壤碳同位素值随深度增加。

坝地及沟道沉积土壤潜在来源均为坡面土壤的拦截及堆积，因碳氮比及稳定碳同位素可共同判定土壤碳

来源，进而依据研究地区典型草地、林地、灌木土地利用方式的碳氮比及稳定碳同位素范围评估坝地、沟道侵

蚀沉积土壤碳来源。 如图 ６ 所示，羊圈沟淤地坝表层土壤有机碳来源多来自于灌木，而深层有机碳难以示踪

其来源。 沟道表层土壤有机碳多来自于林地及灌木，沟道的碳来源较为复杂，这与沟道附近植被分布格局复

杂关系密切。 虽然沟道在较为深层的 ２００—２９０ ｃｍ 土壤层依旧难以溯源，但是沟道沉积土壤相较于淤地坝更

易追溯其碳来源，因为自然沉积过程对于潜在来源的 ＳＯＣ 破坏较少，并且水流、地势等原因使其更易发生迁

移作用［２８］。 利用稳定性同位素分析软件 ＩｓｏＳｏｕｒｃｅ 对坝地及沟道土壤有机碳来源百分比进行分析，如图 ７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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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计算得到林地、灌木、草地对坝地 ０—２０ ｃｍ 表层土壤有机碳的贡献依次为 ２．０５％、９６．８０％和 １．１５％；对沟

道沉积土壤进行分析， ０—２０ ｃｍ 土壤表层土壤有机碳来自灌木 ６２．０５％、草地 ３２．４％和林地 ５．５５％，从整体上

分析，灌木贡献最多为 ５８．７２％，草地、林地贡献依次为 ２２．４１％、１８．８７％。

图 ６　 沉积土壤的有机碳来源

Ｆｉｇ．６　 Ｔｈｅ ＳＯＣ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ｓｏｉｌ

图 ７　 沟道沉积土壤有机碳来源百分比

Ｆｉｇ．７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ｇｕｌｌｙ⁃ｄｅｐｏｓｉｔｅｄ ｓｏｉ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ｓ

沉积土壤碳的变化及来源与不同类型植被覆盖的土壤固定情况及周围土地利用方式极为相关，沉积不同

深度的土壤代表了不同阶段下不同土地利用条件的侵蚀情况［３４］。 土壤深度越深，代表淤积土壤侵蚀发生于

早期，随着退耕还林工程推进，土地利用发生着变化，进而淤积土壤的来源也相应发生改变。 黄土高原不同恢

复植被下的减流、减沙效应依次为灌木地、草地、乔木林地［３５］。 本研究的淤地坝及沟道表层沉积碳来源中，灌
木均占最大比例，并且在沟道深层沉积碳中，灌木贡献所占百分比依旧最高。 进而印证了在流域现阶段及植

被恢复期间灌木为流域主要植被类型，并且其植被恢复前期属于幼年灌木，其生长还未达一定防御密度，因此

受土壤侵蚀影响较为严重［８］。

降雨径流是淤地坝沉积土壤来源的动力，土壤碳在

迁移沉积后会经历暴晒、雨水浸泡的反复过程，进而发

生一系列复杂的变化，如矿化、淋溶、分解等，并且因淤

地坝建设年代较久，深层土壤碳受同位素分馏影响也较

为严重［２８］。 降雨事件的发生、土壤碳搬运、沉积及储存

过程均为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具有时间和空间变异性，
这些过程的综合作用导致深层土壤碳同位素偏离初始

值，经多年沉积后难以示踪其碳来源［３６］。 此外，由于淤

地坝和沟道深层土壤淤积时间较早，至少为退耕之前，
因此深层沉积土壤还可能来源于坡耕地碳，而本文的研

究主要针对不同恢复植被类型碳来源的解析。 尽管深

层土壤中有机碳的来源存在不确定性，但因表层土可表

征近期沉积情况，稳定碳同位素碳和 Ｃ ／ Ｎ 的示踪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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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是短期内追溯沉积有机碳来源的有效手段。

４　 结论

（１）淤地坝 ＳＴＣ 含量的变化范围为 １２．８０—１４．７６ ｇ ／ ｋｇ，其中土壤层 ０—１００ ｃｍ、３５０—５００ ｃｍ，ＳＴＣ 波动较

为平缓，中间 １００—３５０ ｃｍ 波动较大；沟道变化范围为 １３．６１—１７．８６ ｇ ／ ｋｇ，其中 ０—２００ ｃｍ 土壤层沉积总碳变

化较大，２００—３９０ ｃｍ 土层变化平缓。 坝地及沟道 ＳＯＣ 变化范围分别为 １．３４—３．５３ ｇ ／ ｋｇ 和 １．５２—５．０４ ｇ ／ ｋｇ，
坝地及沟道土壤有机碳随深度增加呈现降低趋势，此外坝地沉积在相同深度下碳含量要低于沟道沉积碳

含量。
（２）淤地坝有机碳同位素变化范围为－２３．９６‰—－２２．０９‰，其中 ０—１００ ｃｍ 土层的有机碳同位素存在偏

正趋势，但随深度加深呈现偏负趋势。 沟道沉积土壤有机碳同位素随着深度增加呈现偏正的趋势，波动范围

为－２７．０４‰—－２４．５８‰。
（３）羊圈沟坝地表层土壤有机碳来源多来自于灌木（占 ９６．８０％），沟道表层土壤有机碳则多来自于灌木

及草地（分别占 ６２．０５％、３２．４％）。 坝地深层沉积土壤碳难以示踪其源，而沟道沉积碳较易追溯其来源。 在沟

道整体沉积土壤碳来源中，灌木占 ５８．７２％，草地、林地依次占 ２２．４１％、１８．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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